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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理论的最后一部分是作用机制，即不同的思潮如何转化为具体的世

界政治实践和世界政治秩序。核心的作用机制是政治斗争，包括国际政治斗争和

国内政治斗争，可以具体分为主导群体的倡导、弱势群体的学习、双方的妥协等

基本政治斗争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会塑造不同国际秩序和

国内基本制度变迁。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全球治理的转型

王明进


　　新自由主义是当前主导性的世界思潮，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在

这种思潮影响下制定政策，从而推动着世界政治的发展；同时，全球治理这个概

念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或推动下，全球化的发展进入高潮阶段提出来的。

１９９２年由２８个名人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推出了全球治理这个概念。当时的

目的就是解决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产生的全球性问题，但全球治理这个概念

产生的背景也说明其新自由主义内涵比较重，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 《没有政府

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探讨了世界政治中的治理问题，强调减

少政府的干预，具有很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冷战结束之后的一轮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全球化，而全球治理这

个概念的提出恰恰是为了给全球化产生的问题提供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

但现在看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出现的危机，这个解决方案看来并不太可行。

在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指引下，西方大部分国家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

路，为资本争取自由，在广阔的战线上力图废除各种控制措施，反对国家的干

预，提倡小政府大社会，鼓吹私有化，神化市场的作用。同时，还通过贸易制裁

或者其他高压手段向其他国家输出新自由主义政策，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

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提供的援助方案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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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新自由主义的确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滞

胀，迎来了经济繁荣，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问题是这种繁荣并不是普惠

的，而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并最终走向危机。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有利于跨国资本的财富积累，但这种财富的积累

并不普遍惠及普通民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繁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

国内的不平等。关于西方国家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有很多人们所熟知的数据，例

如，在美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精英阶层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普通民

众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超过７０％的财富集中在１０％的人的手中。总体来讲，

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资本财富的积累，同时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也为资本在全

球的扩张扫清了道路，使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向劳动力、生产成本低的地方迁

徙，形成了产业空心化，造成了传统产业工人失业和国内贫富差距扩大。这种产

业转移导致国家税收减少，再加上政府为了增加本国企业竞争力和吸引投资，实

行减税政策，但这种减税政策仅仅有利于资本。其后果是国家税收的减少，国家

治理能力被削弱，导致西方战后形成的社会福利体系难以维持，进一步损害了普

通民众利益，其后果是贫富差距大扩大，导致社会分裂加深，在西方兴起反精

英、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浪潮。

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逐渐失去动力，日益走向其反面。一方

面，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客利用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煽动民粹主义情绪，大搞

保护主义，掀起剧烈的贸易摩擦，退出各种多边国际机制；另一方面，新自由

主义强调打破国家边界，强调消除或者削弱国家主权，在国际上导致对脆弱国

家的剥夺，冷战之后的几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就是对脆弱国家的剥夺，加剧

了全球性不平等，导致民粹主义思潮的全球泛滥。“不平等成为今天美国等西

方国家经济和政治动荡的根源，个人宣泄不满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民粹主

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又促使反全球主义思潮的出现，反全球主

义必然导致对外强硬的政府。”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走向了反面，造成了

全球治理体系的失衡，导致了全球治理的低效或者无效。新自由主义给我们提

供的全球治理模式，与人们的期待相差较大，现在就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当前

国际秩序、多边贸易机制都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冲击，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

素在增强，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使贸易摩擦加剧，威胁产业链和供应链，国际

贸易循环受到干扰，人类在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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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绿色转型问题等方面的合作面临困难。所以现在也讲全球化出现了

“赤字”。民粹主义浪潮的全球性崛起，导致多边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全球治

理面临巨大的阻力和危机。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的危机。新冠肺炎

疫情的全球暴发是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危机。新自由主义奉行维护自由竞争，反

对国家干预，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和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实行压缩公共开支和

削减社会福利的紧缩政策，这种理念弱化了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而私营

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并不会对控制疫情和公众的生命安全负责。从西方国家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情况来看，削减社会公共开支导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

中医疗服务体系经费不足，最后让整个社会承担应对疫情不力的严重后果。同

时，疫情的暴发加剧了西方主要国家对医疗资源的争夺，以邻为壑、画地为

牢、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出现，在需要全球合作的时候撤销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全

球治理机构的支持，通过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推脱抗疫不力的责任，

破坏全球的抗疫合作。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行了多年之后，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西

方一些国家大搞单边主义和小集团主义，不断弱化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

用，多边主义受到了威胁，全球治理陷入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模式无法

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有新的治理经验的汇入。全球治理随着全球性

问题的产生而产生，同时也是国家治理模式在国际上扩散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主

导的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全球治理，必然打上了西方国家主流治理模式的烙印。

在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出现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又不愿意接受其他治理

经验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治理赤字。

“全球治理由全球化所开启，它以相互依赖为基础，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

益论为价值导向，以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为主要路径选择。”在全球治理存在这

样那样问题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变？全球治理要解决问题，达到功

能性的目标，应对全球性问题，比如资源、环境、人口、生化武器、核武器、跨

国移民、大规模传染病等，因此要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变，就需要形成人类社会的

相互依存、整体性存在、世界主义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利益等这些基本共识，需

要增进各国相互合作的意识，扭转新自由主义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治理失衡和赤字

的状况。这就要求各国秉持共商、共建的全球治理理念，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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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开放、平等、非意识形态化的多边主义，让多元主题通过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

方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不同国家治理模式交流互鉴可以成为全球治理创新的源泉。”新冠肺炎

疫情的暴发，显示了不同治理模式的优劣和价值，不同治理模式的交流互

鉴，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创新动能，使全球治理焕发新的活力。在新自

由主义全球治理模式遭遇危机之后，更需要来自新型经济体治理的经验，汲

取更加多元的治理智慧，使全球治理朝向更加具有包容性、普惠性和高效性

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同时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

话语权和治理能力。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全球治理论坛闭

幕式上指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各国应该，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

者，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

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２０２１年 ３月，中

国和俄罗斯两国外长专门就全球治理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其核心是要郑重

阐明中俄两国在人权、民主、国际法、多边主义等问题上的根本原则，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同维护和平和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体

系，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是与全球化问题同步出现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全球化蓬勃发展，全球化使得劳动力、资金、产业链自由流动，在带来了繁荣

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全球问题。首先，各国必须充分认识到在面对气候变

化、大规模传染病和持续发展等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

其身，国际社会应该秉持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

过多边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能够使国家、政府间国际组

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通过多边的方式进行合作、协商，充

分理解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将人类视作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其

次，应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

时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治理能力。

最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可以大

有作为，应该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使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权力结构

和组织形态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愿，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治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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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中国方案。

半边缘国家的半无产阶级：一个研究视角

任洪生


　　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许多国家都积极融入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这个 “现代

世界体系”。然而，融入半边缘区之后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国家长期

停滞不前，徘徊在核心区和半边缘区之间，例如葡萄牙；有的国家则发展迅猛，

迅速融入核心区，例如爱尔兰；有的却丧失了最初的动力，跌落 （ｒｅｖｅｒｓｅ）回边

缘区，例如阿根廷。融入核心区是每个国家的终极目标，然而，我们发现，融入

和边缘化之后，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半边缘区的国家

却常常面对相当强的相反力量而陷入一种困境。成功跻身于半边缘区的国家，融

入核心区的寥寥无几，经常出现的现象是重新跌回边缘区。世界体系论者认为，

半边缘区是一个竞技场，在不同的时空中，半边缘地区的发展可以打破世界体系

长达数百年的政治僵局。因此，认识半边缘区国家的发展动力，是世界体系论者

应该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半边缘区融入的成功在于国家的干预，认为国家为了保护和

提高该国国内公司和人民的经济地位应采取较高程度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这种

半边缘地区国家的发展模式，被称为 “国家主导型” “发展型”或 “威权型”。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将国家概念作为一个解释政治经济现象的重要

变量，其作为一个一元整体能够对融入成功的国家做出解释。主要的案例来自新

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兴起。他们认为，国家不仅是一个行为体，

而且是具有连续性的一系列制度，一个为集团的组织提供不同激励的场地。在向

核心区融入过程中，半边缘国家供给一系列特定的制度条件，这些条件使半边缘

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进步取得成功。例如，韩国的发展主要是国家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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